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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注重

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髓的发掘、继承，以及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22 年，党的二十大更

是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建设领域应重视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同时，法学界和史学界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但在如何

正确认识、界定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方面，

仍然存在值得探讨的空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由厦门大学法学院主办，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研究”项目组、厦门大学法学院东方法律文化研

究基金承办的“汉唐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讨

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来自日本京都大学、大

阪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

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沈阳师范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华侨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中华书局、学术月刊等 10 多所高

校和出版机构的 30 多名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参

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汉唐法制史研究》

中译版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23ZDA079）展开，试图

为上述未竟之问的回答与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一、汉唐法制史研究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暨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

古学院外籍院士冨谷至先生是日本东洋史领域的著

名学者，自 1983 年发表《秦汉的劳役刑》迄今，

已耕耘四十年整。厦门大学法学院周东平教授在回

忆与冨谷至先生学术交往时表示，冨谷至先生研究

成果丰硕，在汉学领域颇具影响力。例如在法史学

上，他继承京都学派的研究范式，擅长使用考证和

比较的方法研究问题。又如在简牍学上，他与籾山

明并称日本简牍学领域的第三代代表性学者，凭借

古籍数据库、亲览原简、踏访出土地等资料环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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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故在研究主题、方法路径、学术观点上能够实

现某种程度的超越。即便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冨谷

至先生仍笔耕不息，最新出版了《从汉倭奴国王到

日本国天皇》一书，参与了《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

第 5、6 卷的写作。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楼劲研究员表示，从 20

世纪下半叶始，日本东洋史研究从关注经济和社会

形态问题转向政治和法律制度问题。在此过程中，

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冨谷至先生即为其中代表。

他研究功底深厚、考据扎实、观点确切，尤其重视

汉唐法律形态的变化。

2016 年，创文社出版的《汉唐法制史研究》

为冨谷至先生退休前所著。后由厦门大学法学院周

东平教授、薛夷风副教授历时数年译为中文，交由

中华书局出版。冨谷至先生对译作予以高度评价，

表示愿将中华书局出版的《汉唐法制史研究》代替

原日文版作为正本。中华书局责任编辑孟庆媛女士

认为，《汉唐法制史研究》中译版忠于原书、文句

通顺畅达、用词精准到位。在书稿校对阶段，周东

平教授和薛夷风副教授更是不厌其烦地核查文献史

料、打磨字词和语句，最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本准

确精详的译作。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吉林大

学法学院刘晓林教授在会上对译者表达了衷心的感

谢，并表示《汉唐法制史研究》中译版的公开出版，

对国内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学者而言，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霍存福教授亦强调，

翻译外国学术论著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具有深刻意

义，不仅能够扩宽学术视野，还能够促进学术交流，

故学界应重视并大力推进翻译工作的开展。

《汉唐法制史研究》由法典、刑罚、犯罪三部

分共计九章构成，内容专精详实、注重微观与宏观

的联系，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冨谷至先生强

调本书三大部分中的“犯罪”并非指“犯罪学”，

而是指“犯罪法制史”。在研究犯罪的过程中，他

提出罪恶可分为绝对的恶和相对的恶的观点。随着

时代变迁，国家对“恶”的认知和判定标准也随之

改变，由此产生相对的恶。而研究犯罪的变迁，有

利于发现、把握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译者代

表周东平教授指出，《汉唐法制史研究》一书具有

三大鲜明的特色：第一，将中国古代礼与法规范的

交叉作用融会贯通；第二，强调中国古代刑罚的本

质在于威慑与预防；第三，重视北朝胡汉融合在中

国法律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李力教授认为《汉唐法制史研究》所研究的问

题极具学术前沿性和挑战性，能够引起学界讨论，

从而推动学术进步。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汪世荣

教授提出，本书研究汉唐法制史的切入点极具创新

性。至于汉唐法典是否具有实践性，还需要从司法

实践中寻找答案。同时，在研究刑罚的威慑性和预

防性时，还应注重刑罚功能、目的和本质研究的有

机统一。

从《汉唐法制史研究》一书，亦可窥探出冨谷

至先生严谨的治学方式和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朱腾教授认为，《汉唐法制史研究》一书考证精

到、史论结合到位，并以罪名变化为例，指出本书

对法律变迁背后历史社会原因的重视。中国政法大

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教授认为，本书即便是

在进行事实性的描述以及微观性的提炼中，也能够

蕴含宏观性的文化史关照。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侯

欣一教授和华侨大学法学院范忠信教授一致认为，

本书问题意识深刻，做到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

同时能够从微观、具体的问题出发，以小见大，构

建宏观历史背景。

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在几千年的法律实践中，中华民族积淀、形成

了具有独特性、连续性和包容性的中华传统法律文

化。在建构理想和回应现实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法

律文化塑造并影响了东亚的中华法系，是世界文明

宝库中的瑰宝。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则蕴含了丰

富的历史经验和民族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和价值追求，是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中华法制文明的

肥沃土壤，其中，关于“优秀”的界定不可避免地

具有历史性和条件性。根据时代的不同，对“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智识性解

答，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因此，在当代法治现代

化的建设道路中，只有形成对“优秀”的自我鉴别

标准，才能择善而从。霍存福教授认为，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可分为两种。第一，已得以发扬、继

承的优秀文化，如枫桥经验；第二，未显现、仍需

发掘的优秀文化，这类文化才是学界需要重点关注

的对象。范忠信教授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贯穿在思想文化、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具

有抽象性和针对性，但同时又可转化为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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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需要一套明确的判定标

准、鉴别程序和方案，而实现“优秀”的古今转化

则需要从立法、司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多个方

面着手。楼劲研究员认为，关于“优秀”的界定应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鉴别的过程中，还应重视

形而上层的自然法原则与具体法律制度层面之间的

中观联系。李力教授认为，在研究何为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法

律文化，以及法律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区分。暨

南大学法学院马腾教授认为，越是接近文化论域的

问题，相关研究往往越容易模糊、钝化思想本身。

而“什么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极为

重要的价值判断问题，因此应以充分的思想辨识作

为前提。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闫晓君教授提出，

在主动选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立法、司法精神的

同时，也要对部分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加

以批判。华侨大学法学院张国安教授认为，“优秀”

的标准应从二十大精神之中找寻，并通过将其明确

写入教材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青少年的

指引作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基于历史和现实

的共同选择，也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

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观念的形成和

发展提供丰厚滋养。例如在无讼观念的引导下，中

国古代传统法律实践非常注重运用多元纠纷解决机

制解决社会的矛盾、纠纷，这也从观念传统上促进

我国调解等纠纷解决途径的贯彻和实践。针对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原因及意义，厦门大学社

科处潘越处长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古人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则渗透

着古人对理想政治的设想及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智

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助

力，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基础之一。周东平

教授认为，传统法律制度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政治家、

思想家为践行政治法律理念，解决现实政治法律问

题而进行的相关制度设计。其模式选择及原理充分

反映我们民族在解决政治法律社会等方面问题的智

慧解答，这不仅反映大传统的制度弹性，也体现小

传统的灵活性，是直到今天仍有深刻价值的传统智

慧和经验。

对处于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我们而

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显然不再是简单

地继受，而应抱持同情地理解、审视，并“把马

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

来”，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针对“如何

传承”这一问题，周东平教授提出，传承中华传统

法律文化应着眼于农耕文明与当今数字时代的中国

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链接古今相同或相似的法

律问题事件，以实现古今对话。刘晓林教授认为传

承中华法律文化不仅需要学术理论支撑，更需要实

践行动的贯彻，比如举办弘扬中华法律文化的会议

论坛。汪世荣教授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

集思广益，把握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

律实践中的精髓。比如传承古代社会对纠纷的认识

和解决方式，以及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有机结合的

方式。侯欣一教授认为，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应强调整体性的把握，将学术上的思想追求和法

律实践上的现实需求有机结合。不仅要向学界弘扬

创新性转化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成果，也要借助课堂

来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意识。武汉大学法学院柳

正权教授借助文化整合理论、文化突变理论，以鉴

别优秀文化。又通过人类文化学的价值、思维、情

感三层结构理论，来阐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方式。赵晶教授认为在传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时，首先应考虑如何与当代接轨，例如通过古装剧、

综艺、展览和博物馆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具象化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而深化大众对传统法律文

化的认知和感受。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尤韶华研

究员则认为，真正的文化传承途径，需要当代立法

和司法的双重验证。

本次研讨会不仅讨论了《汉唐法制史研究》中

的具体研究问题，指出了书中值得法史学者借鉴、

学习的研究方法，还从“是什么”“为什么”“怎

么做”三个维度，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

传承问题。虽然古今意识形态、规范体系、治理模

式等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传统法律的文化观念和

实践经验较难直接应用于当代法治实践。但通过各

位与会专家学者的讨论与交流，会议无疑做到融汇

古今法律，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途径。同时，

与日本学者的线上交流，为国内学者了解相关学术

问题的国际动态提供了窗口与平台，促进了法史学

科的国际交流。


